
社科奖什么的，如果没有这个，就好像缺了多少分一

样，反正就是需要这么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评
奖，有一次，我参加教育部和人事部的一个会议，关

于评一级教授这么一个座谈会，北师大的一个教授

提出来，我们这里评资深教授，一定是要拿全国的特

等奖，才能评资深教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什么
都需要这个奖，什么都需要社科基金这样的项目，如

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张教授这本书就写不出来。他
等了 17 年，如果我等 17 年才评个东西的话，那干
吗? 所以说，真正做学问，不是为了什么名利，不是

为了什么奖，而是真正为了求道。从这点来说，这对
我们、对我来说也有很大的启发。当然，我在写《和
合学》的时候，也没有人给我奖，写出来还有人对我
不满意。批评没有关系，批评是好事，因为批评等于
宣传你的观点，批评的话，就得看我的书。当然，也
有不看我的书就批评我的。但是这也是好事。为什
么? 批评别人引起注意，你就要看看为什么受批评。

所以，我说批评是好事，应该欢迎批评。真的要做到
思想的完美，就是要让人家批评。这个批评不是盖
帽子的批评。批评我的时候很多是盖帽子的批评。

真正的学术批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批评的
话，我们学者就不可能进步，就不可能有新的创造。

还有一个是美通。谭嗣同曾提出四通，即上下
通、内外通、人我通、中外通。我觉得张教授的这本
书是古今通。“通古今之变”这句话是司马迁说的。
只有你能够通古今之变，通中外之学，才能做到美;

如果不通的话，就不可能达到美的境界。从这点来
讲的话，我觉得他这部书是做得很好的。还有一个
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之所以通，他的思想基础是什

么呢?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要走我的路。也就是
说，我要有我的品牌。这一点，我非常佩服。做人文
社会科学，如果没有这个观点的话，就是永远跟在别

人的屁股后面走。要自立门户，尽管是无宗无派，但
是我要讲我的话。所以我提出来，我不是这个讲，也
不是那个讲，我是自己讲，讲自己。所以我出了一本
书叫《“自己讲”、“讲自己”》。只有自己讲自己的
话，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社会科学才能够有创

新，才能够有进步。我非常佩服张教授这一点，就是
说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创立自己的门户。这样一
种雄心壮志，这样一种思想境界，是值得我们大家来

学习的。我就讲这么一点，谢谢!

一部在书架上可以放很长时间的书

刘海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谢谢邀请我参加今天的研讨会! 11 月上旬我
刚从欧洲回来，接到世明同志的电话，说是让我参加

这个会议。这让我非常高兴，也使我非常担心、困
惑，高兴的是这个会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感觉有些担心和困惑呢，是我对清史，老实说是一窍

不通。我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法制史，
这之前是在本科学习法律，但是我对清史没有接触。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参加云梦秦简整理的时候，
和咱们国家老一代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
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一段工作中，他们对我国

的通史、专史和断代史有一定的评论，其中在评论清
史的时候，觉得它资料太多。在清王朝结束之后，对
清史大量的资料没有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这种情

况下，贸然进入清史资料的烟海之中，很可能看到一

斑而看不到全豹，如果不小心的话，花了很长时间甚

至一个人半辈子的时间，得出的结论，不是那么科学

甚至是错误的。20 世纪 60 年代初，有一部电影叫
做《甲午风云》。《甲午风云》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刘
步蟾，这个人从日本的档案和咱们国家的历史档案

中最后证明，是一个爱国将领，但是在《甲午海战》
中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派、投降派，这是一个很
典型的例子。其他的例子有没有? 譬如说对李鸿章
的评价，对曾国藩的评价，对张之洞的评价。究竟该
怎样历史地看待这些人物，我觉得这是个问题。而
我们当时认为好像是正确的评价，实际上它的科学

性究竟有多少? 另外，对慈禧太后这个人物的评价，

历史上怎么样? 当中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 对戊戌

变法后她所主持制定的十年新政，而十年新政在咱

们国家法制建设中的影响究竟怎么看，问题非常复

杂，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仍然是个困难问题。困难的
一个方面是资料，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对这些资料怎

样作出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来参会是
一个学习机会，想听听各位清史专家的意见。20 世
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我搞了先秦和秦汉的一些
专题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开始搞法治和人权理论，

当时真是工作需要。我是学法律的，而国家当时学
法律的人很少，并且在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的时候，
全国仅有的少数学法律的人，大部分由于政治的原

因都到其他方面去了，结果“文化大革命”之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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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党和国家核心机构、宣传机构和司法机构都要
人，需要你了，你不能不去。我记得和李学勤同志在
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曾说像我们这样一些人，尤其是

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人，不能说你学习什么就研究什

么，而是说交给你什么任务你就必须去研究什么。
80 年代末 90 年代担任所领导以后，就离开了法制
史研究，去搞法治和人权研究去了。我出差到欧洲
就是这一任务。这使我对历史尤其是清史非常隔
膜，所以说我觉得参加这个会，是一个学习机会。这
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对这部书的看法。因为我刚回来，并

且回来之后还有一些紧急材料的整理工作，完了之

后才看看书。世明同志说刘老师你翻一翻吧。其实
为了参加这个会，我还是把《导论》部分看了，并且
翻了法律部分，也翻了民族部分，其他两个部分就是

简单地翻了一翻。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为世
明同志捏一把汗，因为我一看篇幅这么大，如果是按

照一般的清史著作，268 年的清史，平铺直叙地写下
来，究竟里头有多少东西是新的、确切的? 当我翻了
法律部分以后，一看它是属于专题，心就放下了。这
个专题研究分为几点，而司法当中又是讲狱政和领

事裁判权，实际上也是专题。刚才世明同志讲了他
整个书的构思。按照我所理解，世明同志这部书很
可能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累积起来的，不知道是不

是我判断的这样。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形成一部鸿篇
巨制，这个鸿篇巨制有这样一个优点，这个优点就是

立足于专题，不至于出现我刚才的那种担心。这就
更能够集中材料阐明观点，但是这里头也有一个问

题，就是在前面的总标题上冠以司法，而这样人家一

看，很可能以为这部书就是要讲清代的司法制度，实

际上它里头讲的是司法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远不是

司法制度。专题选择了很好的切入点，它使我放心
了，但这一册的书名不很确切。
另外我想谈谈对这部书翻阅之后的几点感想。
第一点，在当前我们国家学界比较浮躁的情况

下，世明同志能够以 17 年的时间坐冷板凳，形成这
一部书，本身就值得我学习。我没有办法，这里头有
我的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我不能
不服从工作需要，主观原因是由于多种头绪的拉扯，

使我不能够认真地坐下来去读书，而世明同志能够

在这样一个领域以 17 年的时间独立完成这样一部
著作，很了不起。几年前我曾经接受一个任务，是国
家图书馆委托的，我不知道在座的一些同志还有没

有承担这样一个任务。国家图书馆要保留一部分学
术著作，这一部分著作要存在国家图书馆，但是这方

面著作现在太泛，需要挑选，结果他给我的书目是八

千本，任务是要删掉六千本，保留两千本，占四分之

一。我打开著作目录一看，就看书的标题、作者和出
版社，看到我们学术界，包括我在内的浮躁情况。说
老实话，我有时也没有办法。前年我在《光明日报》
上写了一篇文章，开头就是“人生在世不能不说套
话，担任公职还要学习说一些官话，但是要做成几件

事一定要说真话”。但是，我们这样的学术氛围，做
到这一点是很难的。我也多次参加过学术成果评
选，送到那里的都是挑出来的，挑出来的著作必须按

照那规范走，规范本身有时就把人给框着了。世明
同志讲到一个问题，制度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是人要

发展，必要时就必须改变这个制度。我们的一些规
范，究竟多少有利于我们学术发展，这个是值得认真

思考的。我们国家学者很多，现在学术界思想解放
要比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环境要好
得多，但是现在大量的精力浪费掉了，大量的财力和

物力浪费掉了。而世明同志这部著作，尽管有许多
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它在这一方面是超脱的，很有

特色，很有特点，是在书架上可以放很长时间的。所
以就这一点讲，很值得我学习。这是我对著作谈的
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就是这部书，大家可以打开看一看，涉

及的文献，涉及的古今中外学者，涉及的各个方面的

理论是相当多的。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可以说是旁
征博引，治学的规范上非常严谨。其中有一点，他引
证的不仅仅是大家，古今中外的大家，而且引证同代

人、同辈的著作，这一点我非常欣赏。我们现在有一
些作者，包括一些评为一级二级著作的作者，在引用

的时候都引用的是一些大家，为什么我们现代一些

年轻人的思想，好的东西进入不到著作中去呢? 世

明同志是学习了郭老的精神。郭老是大家，在历史、
考古、文学各个方面都是大家，但是他在引证文章的
时候，绝对不是只引证前人的、大家的，后人的、一般
学生的，他只要认为好，就引用。我觉得世明同志在
这里虽然引用了许许多多大家，古今中外的学者，但

是也引用了同代人的著作，非常值得学习，这是一种

精神，一种品格。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这个论著是史论结合，不是纯粹一部历

史著作，也不是一部完全的理论著作，它是史论结

合。它在著作过程当中，尤其是民族部分，大量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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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立足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一个很

突出的特点。这使得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增加了视
角，开阔了视野。另外是世明同志自己谈到的，他在
科学地对待历史事件的时候，他内心想到了现在，就

是在可以联系实际的时候联系实际。说老实话，在
这个方面我过去是害怕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是研究生论文的一部分。文章是人民大学法律系法
制史教研室送出的，那时我已毕业，不知道。“文化
大革命”前夕，在《历史教学》上发表。文章的原稿
谈到隋末的农民战争对唐初几个皇帝的影响，我引

用了当时史学界的一种理论，叫做地主阶级对农民

的让步政策。那时《光明日报》发表《历史教学》目
录后，我在乡下搞“四清”，把我吓一跳。文化大革
命即将开始，我说我的这个观点当时要是发表出来

了，就倒了霉啦。后来我一看，编辑给删了，这样免
了一场灾难。而世明同志他赶上了好的时代，我在
读到他联系实际的时候，他说到要重视 GDP，重视
经济发展，也谈到了制度建设，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十八大刚刚结束，十八大的宣传谈到 2020 年我们的
人均收入翻两番，宣传得非常突出，这点非常好，翻

两番非常值得我们庆幸，我们非常自豪。但是同时
我们的新闻媒体，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无
论如何要去认真地领会。翻两番要是没有法律建
设、制度建设、精神文明、思想道德的提高，我们的这
个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不成。坦率地讲，如果不加强
这方面的建设，就是翻了两番，我们的小康社会，究

竟是什么样? 起码它不是全面的小康社会。我觉得
这一点能够联系实际，给人以启发。这是我讲的第
三点。
这部著作是一部很好的著作，很有特点的著作，

也赶上了好时代。这个著作在发表、制作的过程，是
在我们国家清史资料整理、研究启动的过程中。清
史研究对资料的整理概括，对人物、对事件，我没有
接触，但我相信它会逐步在我们的媒体，在我们的刊

物上发表出来; 而新揭示出来的资料、新的研究成
果，对将来这部书再版，如果把这些东西吸收进去，

会使这部书更扎实。因为这本书在总的方面对过去
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一些具体问题他

有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究竟在学术界将来是否

会引起争论? 刚才讲了，这些争论是好事，就是希望

能把其中好的东西吸收进去。譬如说这里头一些概
念需要进一步推敲，我举个例子，这里头对“资源”
的理解，世明同志并没有给一个很确切的结论，他是

作了几点说明，我记得是四点说明，而这四点说明怎

么能被读者接受，作者的心意，包括刚才介绍的体

系，作者的想法和读者在读了这部书后的理解，怎么

能够吻合起来，这个还需要一个过程。针对“资源”
问题，我看在戴逸同志的“前言”当中，他把“资源”
理解成经济，直接理解成经济，这就说明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在概括的时候没有给出十分明晰、十分确定
的概念，所以戴先生就直接这样理解了。此外，在行
文上如何更明快些，也是要认真思考和改进的。我
希望在清史研究过程中，将新的材料补充进去，将新

的观点吸收进来，将现在有不周全的地方能够完善

起来。总的来讲，世明同志的治学态度、人品都值得
我学习，我的看法可能有许多错误的地方，请包涵，

谢谢!

独立思维权不可放弃

刘文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世明同志这个出版计划，我是早已知道了，但是

看到这么一个大部的书出版，我是感到非常震惊的。
17 年时间啊，我不敢说别人，但我是很难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利用自己前半生的这个时间，呕心

沥血，是他拼尽自己的生命所写的。这点我确实感
到非常敬佩。这部书我还来不及细看，大致翻了第
一卷。我觉得一部这样的大部头的著作，肯定有各
方面的议论，有待时间和实践去考验。世明同志的
治学的精神确实是我非常敬佩的，他近乎是玩命的，

所以我在给我们的博士生讲课时经常拿世明同志做

例子，我说他在学术研究上是拼命三郎。我说你有
时候不能不计较自己的健康。有时候他瘦了我真是
害怕，胖了我还是比较高兴的。不管怎么说，这部书
的问世确实是我们史学界包括我们法学界都应该感

到兴奋的一件大事。广东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大好
事，这样大部头的著作，说实在的，一般出版社是不

干的，我觉得这真是给我们史学界和法学界做了一

件大好事。
世明同志在史学方面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造诣的

基础上，后来转攻经济法的博士学位，我觉得这不是

一种转向，更不是转业。为什么? 因为在他的研究
领域里面可以看到，已经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
事、民族各个方面，这里面已经和法学结下了不解之
缘，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在经济法方面进行学习，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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